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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权力
作者：Babette Never

2012年5月14日至25日以及8月30日至9月5日，国际气候谈判会议分别在波
恩及曼谷相继召开。五大工作组面临的任务就是：2011年12月人们在德班
达成了现实政治的框架决议，现应为框架决议赋予实质内容，并在一个共
同平台上进行全球气候治理。

解析

只要按照不同的形式予以区分，重要行动国家展现出的权力大小就不一
样。尤其对小型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谈判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此也发
挥话语道德权力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直接的结构性权力之争，却在气
候制度之外展开。中国、印度、美国、欧洲享有强大的权力优势地位，而
在雨林保护领域，巴西、印度尼西亚也拥有强大的权力。

 � “基础四国”（BASIC；巴西、南非共和国、印度、中国）的不一致
性，束缚住了它们，让它们在谈判中难以获得实力上的绝对增长。
而“新钻国家”这类后起之秀中的个别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或埃及，
表示会加大支持“基础四国”的力度，然而，同所谓的“最不发达国
家”（LDC）相比，这些后起之秀的权力被削弱。最不发达国家更多
的是与欧洲结盟。

 � 在气候制度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一种不良的气候政治权力均衡状态。
但是在洁净技术市场的争夺上，中国企业正处于赶超状态。

 � 谈判中，印度享有强大的结构性否决权，但它却更多地运用这一权
力，实施阻碍，而非积极发挥创建作用。这样，在话语层面，新德里
不怎么具有优势。但是，在气候制度之外，印度的私人行动力量，也
让印度在气候保护方面获得结构性权力的增长。

 � 2011年德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后，可以看到欧洲的直接的、手
段性权力获得了增长，欧洲面对美国的时候，也在谈判之外首次发挥
这一增长带来的优势。

 � 欧洲，特别是德国，具有成为绿色权力大国的潜力，但是，由于它们
行动过于拖拉，由于中国的结构性权力获得增长，欧洲与德国这一潜
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德国应该在科研发展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以
此重新增强其技术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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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会议后的全球气候治理

缔约方大会在德班举行（第17次缔约国大
会），半年之后，人们在波恩又召开了新一
轮的气候谈判。德班增强行动平台（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简称德班平
台）谈判的第五个分组论坛的目标就是：2015
年底以前应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新合约。合约
应如何切实写明工业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争取
实现什么减排目标，这极大取决于重要行动国
家之间的利益及力量对比。重要行动国家指的
就是美国、欧盟、基础四国，也包括其他“具
有创建力的新兴国家”（Gestaltungsmächte，
简称新兴大国），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
哥。

一方面，人们一致同意建立德班平台，这
就让国际对话得以延续，并避免气候制度一败
涂地。另一方面，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都被
延迟讨论。由于长期以来进展缓慢，人们对冗
长泛滥的谈判业的意义等方面提出了质疑。此
外，将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这一设想也变得越发不切实际，至少在国际气
候制度还是解决问题的核心论坛的情况下，这
一设想益发不切实际。

人们早就能在其他的层面，找到活跃的全
球气候治理交汇点，比如在洁净技术市场、跨
国伙伴关系、双边及国家气候保护基金会。这
里，南半球新兴大国的作用也在日益上升，这
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家或私人行动力量的参与。
要全面地分析全球气候治理中现有的力量对
比，就需要人们注意联合国谈判之外的活动，
并不要一刀切地看待这些活动。气候治理和其
他的政治领域密不可分，比如能源、扶贫，这
样，权力的形式以及分配，可能会具有潜在的
影响、感染作用。在某一政治领域，权力格局
发生了变化，这也会对其他的政治领域造成影
响。

下文分析的出发点为：
 − 权力具有多维性特点。手段性权力，可以让
某一行动力量直接影响他国，或采用强制手
段，实现自身的目的。结构性权力，赋予某
一行动力量下一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图，改
变其他行动力量活动的环境以及它们必须遵
循的机构规则。话语性权力意味着，间接塑
造其他行动力量对自身的认知、感受以及影
响它们确定自身的优先事宜。权力的这“三
张面孔”（参见：Lukes 1975）包含了软、
硬资源，这两种资源可以组合成“软实力”
战略（soft-power-strategies）（参见：Nye 
2010）。

 − 权力是相对的，这意味着，理解这个概念，
始终要将权力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并要

将它放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一个进程之内来理
解。

 − 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也会运用这种权力。
而消极行动，恰恰会对全球公共财产造成严
重影响。

气候制度中的权力

气候制度中，除了工业国家以外，南半球的
国家尤其拥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这些国家
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它们
的参与，全球气候协议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基础四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在这方面
有很大的否决权。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
或者伊朗这类后起之秀的“新钻国家”，（参
见：Kappel 2012），也基本上享有类似的结
构性否决权地位。

气候政策上，与其他新兴大国有所不同
的是，巴西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结构性权力，
源自于它们拥有丰富的雨林资源。过去，雨林
国家借此能在手段性权力方面获得成功（参
见：Lederer 2012），它们在谈判文件中成功
地引入了热带雨林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减少
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REDD] 
机制”）。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在
气候政策方面始终做到了主动应对的哥斯达
黎加，在这方面是一马当先（参见：Lederer 
2012）。巴西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两大重量级
国家虽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减少毁林及森林退
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但是，在其他
方面，这两国也表现得积极活跃——指的也就
是，如果未来全球气候协议失败，它们也做好
了准备。这两个国家都成立了国家信托基金，
此外厄瓜多尔、圭亚那也不谋而合，建立了国
家信托基金，捐助国已经在它们的信托基金里
存入数目可观的大笔资金。在国际谈判中，巴
西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这类做法，限制了
整个雨林联盟的权力，而有一些国家，只拥
有有限的可能性，它们国家结构处于极其糟糕
的状态，这类做法对它们尤为不利。这些国家
难以从多重轨道出发，谋求自身的利益，比如
说，刚果共和国就难以做到多轨道谋求自身利
益。因此，在气候谈判中，南半球不会整体处
于上升状态（参见：Lederer 2012）。

“基础四国”作为团体，并不像乍一
眼看上去那么一致，这样，在气候制度中，
它们不会自动结成一个稳固的权力联盟（参
见：Hallding et al. 2011）。2009年哥本哈格
谈判结束时，“基础四国”作为一个团体，直
接使用了工具性权力，其方式就是，它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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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的圈子，尤其成功地对抗了欧盟，并
极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了《哥本哈
根协议》。而那以后，这个团体内部，也就是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共和国之间以及它们
与所处的区域之间，分歧以及权力上的关联性
变得益发清晰。这种权力上的关联性，削弱了 
“基础四国”的直接的手段性权力。此外， 
“基础四国”的这一手段性权力，也受到下列
各方的制约：工业国家的结构性、手段性权
力，还有最不发达国家（LDC）及小岛国联盟
（AOSIS）所拥有的话语道德权力。最不发达
国家及小岛国联盟，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它
们自身的存在甚至都受到了威胁，比如马尔代
夫，但它们并不曾导致气候发生变化，也没有
像“基础四国”那样加剧气候变化。

面对规定的减排目标，巴西和南非共和
国比印度、中国显得更为开通、配合。但是，
只有按照本国专家的计算，自愿减排的数值仅
会造成少量的额外负担，这样，这四个国家才
都会认可这些数值。在计算过程中，巴西、南
非共和国的专家们热衷于使用责任分担原则，
而与此相反，中国、印度计算的出发点为全球
碳排放预算。德国“联邦政府全球环境问题
科学顾问委员会”（WBGU）建议使用的方
法与中、印相似。这两种方法内部，所有的四
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分歧（参见：Basic Experts  
2011）。由于没有统一的出发点，“基础四
国”错失良机，未能作为一个团体加强自身的
权力地位。

与印度相比，中国现在享有更高的话语构
建权。早在2011年德班谈判开始之际，中国政
府就表明，愿加入2020后新气候变化公约，其
前提是：只要人们要注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这一原则，只要人们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第
二阶段。开始的时候，印度绝对不愿加入2020
后新气候合约，因而被孤立在外。过去一段时
间，印度审慎地取得了进步，但人们担心，这
些进步与环保部长 Jairam Ramesh 个人的努力
密不可分，伴随着2011年7月环保部长被免职
（参见：Michaelowa、Michaelowa 2011），
印度代表团又缩回到旧有的封锁状态，看来，
这一忧虑得到了证实。因此，与“基础四国”
的其他三个国家相反，印度的权力，并不用于
创建，而用于封锁。一个例外情况就是，印度
推动洁净能源中心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活动，而
这样做合乎印度的经济利益。跟中国和南非共
和国一样，人们不可小觑印度当地的煤矿及石
油工业的力量（参见：Never 2012）。有时，
一些企业集团的代表，甚至以观察者或代表团
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谈判，比如南非共和国
的煤业康采恩 Sasol 就曾这样做过。

气候政策方面，中美两国身陷一种消极
的权力均衡状态（balance of power），也就是
说，只要对方不跟着一起动，那这两国中就不
会有一方在谈判中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两个国
家都具有异常强大的权力地位，它们原本可以
在气候治理的各个层面里运用这一权力，但出
于内政经济方面的原因，它们未能在气候制度
框架下使用这一权力。这种权力均衡状态，让
人短期内无法在政治方面实现量的飞跃。

可以有所保留地说，只有欧盟具有积极
意义上的手段性权力。欧盟实现了自己的谈判
目标，制定了新气候合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二
阶段的“路线图”，而这特别让印度在谈判的
最后一天措手不及、陷入混乱。2009年欧盟在
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会议上惨遭失败，力量受
损，丧失其领头羊地位，而欧盟现已实现了谈
判目标、订立了线路图，这至少局部弥补了这
方面的损失。但是，无论是欧盟还是德国，在
谈判过程中，都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在力量，因
为，一如既往，欧盟与德国仍然未向美国、加
拿大这些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施加大量压力。
在气候治理中，欧盟与德国要求担当气候政治
方面的领先角色，然而一旦外交战略同盟中遇
到稍加重大的问题，这一要求就变得黯然失
色。

加拿大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就宣布退
出了，俄罗斯、日本亦同样宣布不再参加2012
年到2015年的第二承诺期，这二者是权力政
治上的双刃剑。一方面，在气候治理中拖后腿
的一些国家退出了，这样就能挽救京都议定书
免于失败，让人能将京都议定书评价为所有赞
同者获得的、直接的手段性权力方面的成果。
另一方面，由于退出的国家具有结构性权力，
并且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这类退出带来的后
果，对气候变化是不利的。总的来说，这样，
气候治理这一行动平台进一步受到削弱。

此外，权力政治方面，南非共和国也是
一个颇有意思的国家。南非共和国在下列三者
之间挣扎，身陷紧张状态：“基础四国”的利
益、亚撒哈拉的非洲国家代表身份、成为北半
球国家认真对待的谈话伙伴的要求。同“基础
四国”的其他国家相比，南非共和国的权力要
小得多，但就“基础四国”在各自所属地区的
相对实力而言，它比其他三国更具实力。这首
先指的是话语言论层面，这表现在：南非共和
国促进谈判实现透明，促进最不发达国家以及
公民社会的加入。通过所谓的“南非土人间的
会议”（Indabas；依据祖鲁的传统，进行非正
式协商），通过推特，能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自
我感觉良好，但仅凭这两点，人们不能阻止气
候变化的步伐。至于谈到在工业国家以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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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个问题，南非共和
国也越发表现得力不从心。

因为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联盟
之间存在着裂缝，另一方面，“基础四国”以
及南半球的“新钻国家”这类后起之秀之间，
也有裂痕，这在德班会议结束之后变得越发清
晰。发展中国家在波恩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
阵营为中国、印度、阿拉伯诸国以及几个拉美
国家，它们要求遵循所谓的“公平”原则，
坚持工业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另一阵营的组成
为：小岛国联盟、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智利、
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与第一个阵营相
反，它们要求工业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量，并且要求针对所有的国家，引
入相应的鼓励机制（IISD/ENB 2012）。

印度想重新打出“公平”牌，来获得成
功，并同新的伙伴一起，通过手段性的、或者
话语性的方式，大大增加力量——然而，印度
实现这几点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即使和最不发
达国家一起努力，迄今为止人们对气候公平的
讨论，也未能达到对具体的治理安排发挥决定
性影响的地步（参见：Roberts 2011）。联盟
方面出现了变动，但这完全不会改变基本权力
格局。至今为止，人们无法期待哪个行动权力
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绝对的权力增长，并解决谈
判完全陷入了死胡同这一局面。

所有的权力归于市场？

目前，气候治理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国际谈判之
外发生的。在国家层面，以气候保护基金会为
例，可以很好地解释直接的手段性力量对比关
系。尤其是挪威、澳大利亚、瑞典（它们为发
展中国家的国家基金会提供资金）这些援助
国，由于颇具财力，在迄今为止的双边及多边
谈判中占据着强有力的出发点，但是，此外，
德国、英国、日本（从自己的基金会或温室气
体排放交易收益中支出资金）这些国家也凭借
其财力，享有强有力的出发点，虽然如此，印
度尼西亚、巴西、厄瓜多尔或坦桑尼亚这类援
助接受国，它们的结构性及道德话语性权力资
源，却完全抵制了上述这些国家的影响，这样
就实现了利益平衡（参见：Lederer 2012）。

挪威在发展中国家里发挥其积极的领头
羊角色，这样，它的“软实力”上升，这带
来了良好的吸引效应，这尤其让挪威从中获
益。该国可被视为“能源+伙伴”（Energy + 
Partnership）这一新团体背后的推动力量。这
一新团体将挪威、英国、法国、丹麦、瑞士、
荷兰以及韩国联合到了一起，为不丹、埃塞俄

比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尔代夫、摩洛
哥、尼泊尔、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提供能
源方面的帮助（参见：Reuters 2012）。迄今
为止，后面这几个国家从《京都议定书》的清
洁发展机制（CDM）1 中获益甚微。煤原料
市场上，来自印度、中国、巴西的私人项目开
发员以及私人咨询公司的手段性权力增长（参
见：Lederer 2012）——不仅是和欧洲的竞争
公司，也在面对本地政府时，他们的权力获得
了增长，并促使政府被迫继续进行温室气体排
放交易。

但是，权力之争绝不是只沿着南北轴线
而展开的。欧盟彰显权力的一个方式，就是引
入航空二氧化碳税，这不光招致了中、印航空
公司的强烈抗议、抵制，也引发了同美国的争
执，美国的航空公司对此提出起诉。2011年12
月人们驳回了这一起诉。如果欧盟在此能继续
获得成功，那它就能巩固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并能够首次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伙伴。这有可
能会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进展。

尤其在气候及能源政策交汇处的私人活
动力量那里，人们能观察到结构性权力发生了
转移。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市场
的普遍发展，对结构性权力转移起了重要的作
用，另一方面，个别跨国企业的技术性权力也
在此发挥了重要影响。结构性权力之中，技术
性权力正是首先从私人行动权力而来、由私人
行动力量实施的那一部分。如果大型企业享有
获得技术信息的特权，能通过其专业知识及物
质资源，控制技术革新进程，那么，大型企业
就拥有了技术性权力（参见：Falkner 2005）。
至于二氧化碳离析及储存技术研发问题，欧洲
及美国石油、天然气工业领域首先拥有这种技
术性权力，比如挪威国家石油 Statoil 公司、BP 
集团以及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参
见：Tjernshaugen 2012）。在这一方面，欧洲
及美国现在绝对没有走下坡路。

在整个可再生能源领域，南半球大步追
赶，这一点从该领域的公共及私人新投资发展
中就能观察到（见图一）。各国的煤矿及石油
工业力量在此并没有充当拦路虎的角色，由于
能源供应紧缺，多样性混合能源不光对经济、
也对气候政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2010年，中国在洁净能源技术方面投资了
近500亿美元，在该领域高居榜首，德国、美
国跟随其后，然而德国的投资主要由太阳能屋
顶这类小型项目组成的。2010年，墨西哥、巴
基斯坦、埃及、肯尼亚的新投资高达十亿美元

1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工业国家能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
项目，而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它们能把这一资助活动
算到自己的减排义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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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颇引人注目。2011年投资同比增长幅
度最为强劲的，则是印度（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二）。印度国家气候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
是为国家太阳能计划提供启动资金，该方面的
投资占据了高达103亿美元的洁净技术总投资
的一大部分（参见：BNEF 2012）。

图一： 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新财政投资：2004-

2010年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 

“基础四国”）的对比

图片来源：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UNEP 2011.

这些投资，突显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动力，并
显示出企业注意到了这一市场的机遇。虽然 
“基础四国”的能源转折（巴西这个水力大国
除外）未来进展不易，但是目前的发展，有
理由让人满心充满期望。如果人们将刺激、调
整、控制正确地结合起来，中国、印度甚至能
超额完成他们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经济
方面碳强度的自定目标。

在太阳能及风能市场上，榜上“十强”
中就有中、印公司的身影（见图二）。中国风
轮机厂商一起占据了百分之三十的世界市场份
额。此外，中国风力产量高达63兆亿（2011
年数据），创下了世界最高的风力产量，将
美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甩在了身后（参
见：WWEA 2012）。全球光电池生产商“十
五强”中，就有七家是中国的大公司。欧美的
光电池公司日益害怕来自中国的便宜产品的竞
争，现在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五的光
电池。因此，2011年3月美国开始对中国光电
池征收进口税，但是征的税并不高。由于欧洲
多家太阳能公司，其中包括德国 Solarworld 
公司，提出起诉，欧盟委员会2012年9月引入
了针对中国供应商的反倾销程序。至于是否会
取得成功，一如既往还是未为可知，因为许多

德国公司的供应链与价值创造链都和中国息息
相关。

在风能、太阳能市场上，中国（一定程
度上也包括印度）的结构性权力迅猛增长。与
之对峙的，就是欧洲的结构性权力，特别是德
国一如既往，拥有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网
络建设最为优秀。美国亦大致如此。现太阳能
市场生产能力过剩，欧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
德国，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削减国家补助。从
全球气候政治角度来看，这么做基本上是合理
的，因为在可再生能源市场上，人们必须让全
球价格及市场实现理性发展，这样能长期支持
尽可能多的国家实现能源转变——只要中国同
样也削减自己的国家补助，并为自由市场条件
创造条件。但是，至今为止，北京在这一方向
仅仅迈出了几步。仅在2012年，中国将太阳能
试点项目的补贴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一，其原因
是生产元件价格下滑（参见：Shen 2012）。
直至2015年，中国要减少太阳能工业对出口的
依赖性，大力促进本国市场的建设，因为现在
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光电池用于出口（参见：Du 
2012）。

如果太阳能市场发生转移，那这首先带
来的后果，是德国和欧洲的结构性气候政治权
力减少。少数技术明显领先于中国公司的德国
集团公司，能在中国市场上存活下来，只有在
较为长远的未来，这些公司才有可能从中国市
场获利。中国光电池的质量完全能媲美德国产
品。如果德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
方面加强总体技术性权力，就能确保德国在全
球气候治理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为此，必须在
科研、系统发挥绿色创新潜力方面增加投资。
整体而言，德国、美国、欧洲一如既往，在科
研方面的投资明显高于南半球的新兴大国。但
是德国、美国、欧洲尤其忽视了太阳能工业方
面的科研投资。

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那些能够
并已经加入到洁净技术市场的后起之秀“新钻
国家”而言，亚、欧、美企业的结构性权力，
或者说它们经济上的压倒性优势过于强大。虽
然较小的发展中国家部分投资上涨，在可再
生能源及能源效率领域开展了更多的项目，但
是气候制度之外的气候治理领域，它们目前为
止无法有所建树。这些国家里，许多国家发展
程度较低，因此它们面对的完全是其他的问题
和优先任务，比如扩大电网、所有家庭实现电
气化。哥斯达黎加打算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实
现“碳中性”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用水力发
电，它具有实现“碳中性”的最佳先决条件，
而在力量对比中，以它为代表的这类领头羊，
整体而言处于结构上的劣势。哥斯达黎加可以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层面，更加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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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先角色，与最不发达国家一起，对工业国
家和“基础四国”施加更大的道德压力。

“绿色”权力的未来

作为“绿色经济”的对应物，“绿色”权力要
求将手段性、结构性、话语性要素连接起来，
让其发展方向有利于全球公共财产——气候，
但是，现在没有哪个重要行动力量将这三者成
功地连接起来。全球气候治理实际上是一个具
有不同速度的多极体系，在体系的各极之中，
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活动。

从下面三个原因来看，继续国际谈判颇具
意义：

1) 能保证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气候治理，保障它
们获得适应气候转变所需的资金。

2) 各政府尤其能以话语标志的方式，代表其立
场，加入到外交权力斗争中来，而这对当
地的公众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同时，这也
为其他更为积极的层面开辟了更多的行动空
间。

3) 气候变化这一主题会在政治议程以及公众意
识继续占一席之地。将决策权转交给较小的
圈子或“俱乐部”，这么做只在减排领域有
意义；从气候公正原因出发，其他所有领域
要求采取全球参与的方法。

总的来说，中国的权力呈现结构性的增长，但
是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既不使用其手段性、也
不使用其话语性权力来获得全球领导地位，而
是与美国构成了一种“权力均衡状态”。印度
是使用否决权的典型代表，但是在话语权力方
面，它不太成功，同时在气候制度之外，印度
气候保护方面的结构性权力获得了增长。在谈
判中，欧洲重新增强了权力，在其他气候政治
层面也站在了其美国伙伴的对立面。欧洲，也
包括德国，实际基本上具有成为“绿色”权力
大国的潜力，但是一方面它们犹豫不决，另一
方面，特别是中国的权力获得了相对的增长，
这束缚住了德国及欧洲的步伐。尤其是可再生
能源领域，德国还享有结构性权力，但是中、
印正逐渐削弱德国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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